 近年来，我校赴境外交流的学生数量日益增多，占全部学生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校团委调研部调研发现，同学们在外学习生活时，容易接触到涉及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境外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层次不齐，其中不乏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政治杂音”不少。这一学生群体会接触到哪些涉华政治信息？是通过什么途径接触的？他们对于这些信息有何反应？这些信息是否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相关态度？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团委调研部通过电话连线、网络问答和当面访谈等方式，联系了正在和曾在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欧洲以及港台地区等交流的学生，形成了这份报告，供参阅。
我校外出交流学生如何看待涉华政治信息？
一、交流前，学生如何看待境外涉华政治信息？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外出交流之前,很少接触到境外涉华政治信息，特别是国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之类的言辞，倒是大陆本地对政府的批评很多。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一般都会在人人网上或者微博上，尤其是在微博上看到很多揭露官员腐败的图文。“相关的事件大陆的媒体也报道得较多，但是大陆的媒体一般都没有煽动性。在国外我接触到的一些媒体就比较有煽动性了，在语言上和态度上煽动性比较强。偶尔听到国外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基本上是一些媒体转载的或者大家转发得比较多的。”
也有受访者表示媒体在宣传和报道一些政治信息时表现出不负责任态度，只有亲经历才能辨识出信息的真假与否。“在国内，偶尔会听到一些小道消息，但我都是姑且听之，都是当笑话或者故事听的，也没认真。但是虽然没看到过国外的报道或者相关的对中国的消息，但是我觉得一般而言都是坏消息吧，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媒体再一夸大，可信度就很低很低了。所以其实究竟是怎样的，还是要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感受才觉得真实。”
也有少部分受访者出于好奇心，会借助翻墙等技术接触到一些涉华政治信息，但会理性客观看待。去年调研部进行的一次访问中，受访的83名学生中，48人有“翻墙”上网习惯，18人表示曾经“翻墙”上网获取过信息，有过“翻墙”经历的学生人数占比为79.52%。一些受访者说，“偶尔还是会翻墙出去看看的，毕竟有这技术，也有这个好奇心。不过翻墙出去看到的好多都是负面的消息，有些选择直接忽略，有些还是值得我思考的。有些时候我也会把我看到的东西和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分享讨论。其实在出国之前看看这些负面的消息还蛮好的，因为就不会一旦出去过后觉得诧异很大，碰到一些负面信息就手足无措摇摆不定，甚至直接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二、交流期间，学生会接触到哪类类型的涉华政治信息？
调研发现，大部分交流生接触到的负面信息多于正面，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人权、经济发展、网络管制等问题。一位曾去荷兰的交流生回忆道:“我在荷兰和德国的时候，都看到过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Free Ai Weiwei’。在德国的时候还看到过外国人进行游行，要求释放艾未未。”另一位受访者谈到：“国外对于中国的网络管制抨击地比较厉害，比如当地同学对中国不能用Facebook、Youtube这件事表示极其诧异和愤慨。”就经济发展而言，境外评价正负参半。调研了解到，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确实日益变强，“对于中国市场很感兴趣﻿，也很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但是担心“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比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中国威胁论”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政治杂音的内容与特点不同。赴港台的交流生普遍反映接触到的关于大陆政府的信息较多，且负面为主。一位去香港交流的学生提到：“香港对内地政府的负面信息涵盖各个方面，如民主、人权、政策等等。他们对内地执政党的印象也不很好，经常会对其调侃讽刺。此外，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素质也颇有微词。”而前往如爱尔兰、匈牙利这些与中国联系不多的国家交流的学生则认为接触到的信息很少。一位受访者认为：“（这些国家）本身就比较中立，这方面搀和的不多，不像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倾向性那么大，政治杂音也不那么大。”
三、学生是怎样接触到“政治杂音”的？
1.以国际媒体为主，国内媒体为辅，较少接触当地媒体
由于对所在地区的语言不精通，不少受访者表示基本看不懂当地的报纸、电视节目，很难从中获取有效信息。因此，较多人选择如CNN、BBC等国际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少部分人保留了在国内的阅读习惯，浏览以中国网站为主的新闻网站、社交网站如微博、人人网等。一位赴匈牙利的交流生提到：“对于当地的本土媒体，没有什么关注。所以（在国外）接触到的信息跟国内没太多区别。”
在学生所接触到的外媒中，传播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大部分的国外官方媒体能做到客观中立。一些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地区交流的同学表示，虽然政治立场有不同，但是各官方媒体仍能较客观报道。一位曾去新加坡交流的新闻学系学生谈到：“新加坡的主流媒体是《联合早报》，对中国的政策、形象等评价都是比较正面的。当中国政府颁布一项政策时，《联合早报》会对其进行客观的剖析。”
二是香港和台湾的主流媒体会带有一定倾向性。调查了解到，香港的多数媒体均以抨击大陆或者香港政府为主；台湾媒体的态度则与其所支持的政党有关。一位去台湾交流的同学表示：“台湾的媒体分为不同的阵营，《旺报》和《中国时报》就相对泛蓝，而《番薯台》就相对泛绿。”此外，港台的媒体上经常会邀请专家学者对大陆的情况进行解读。
2.民间组织和小报成为政治杂音的主要传播渠道
调查了解到，海外民间的小报和组织几乎只散布负面新闻，在华人聚居区尤为严重，是海外交流生接触政治杂音最多的途径。在国外，不正规的组织通常用印发小报来拉拢民众，宣扬自身观点。一位受访者说：“在澳大利亚有很多民间流传的小报，一般国内报道的并不清楚的新闻，它们都会提供非常详细的细节，然后最后话题都会引导到‘共产党必死’这个话题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法轮功”组织及其宣传活动在国外十分活跃。地铁站、马路上、各大超市门口到处都有人在发小报，宣扬“法轮功”。一位赴澳大利亚交流的受访者说：“（‘法轮功’海报）都是明目张胆贴出来的，华人街上也会有很多印刷精美的免费宣传材料。发这种小报完全不是隐蔽的，他们要么是很热情地塞给你，要么是放在各大华人超市的出入口。‘法轮功’分子尤其喜欢抓住我们这些留学生。”另一位受访者也表示即使是在墨尔本市立图书馆或者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这类比较正规的公众场所，也有较多类似‘法轮功’等反华反党组织在做大量反中国政府的宣传活动。对此，不少受访者都表示已习以为常，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是正常的结社集会的现象，“也不会很拒绝拿，一般就是接了说声谢谢”。“这种小报一般都是繁体的，所以也不太会有兴趣看下去，只是偶尔瞄一下”。“他们很想跟你讲话，给你灌输思想。但我一般都不会踩她就走了。”而至于一些较红或较右的组织，交流生们都表示未曾在国外接触到。
3.境外学习生活时和当地民众的接触
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中的接触和观察也是学生们获取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信息内容多且杂，态度褒贬不一，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一位赴奥地利的交流生说：“奥地利人民对于中国的印象是不错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悠久的历史。他们觉得中国五千年了还没有倒下很了不起，对中国的音乐、电影印象比较深，比如《卧虎藏龙》，他们觉得章子怡很漂亮。”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则以负面声音为主。主要集中在网络管制、独生子女政策、经济发展以及“六四”事件上。一位在欧洲交流的同学说：“由于欧洲现在经济发展不是很好，他们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些羡慕，又有点嫉妒，害怕我们发展太快，垄断世界经济的命脉。”不过也不乏正面的声音。比如“挪威人觉得中国政府很有执行力，这让他们很佩服，中国领导一声令下，可以短时间完成很多任务，效率很高，而他们国家的政府要做一件事可能几年都做不好。” 
此外，因缺乏了解大多数当地居民对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不少受访者表示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并不了解，部分人对中国政府的认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一位前往德国交流的同学举了个例子：“我去德国的时候买明信片,报刊亭的老板就说 “Oh，you’re from China, you’re from Mao Zedong & Zhou Enlai”。一位墨西哥交流生也提到：“他们眼中，我们好像就是朝鲜”。由于不少影片资料的影响，在很多外国年轻人眼里，中国还是处于一个专制的时代﻿，他们很好奇中国的民主，也会质疑中国的政治形态。
４.与交流地学校的师生的学术交流讨论
相对媒体、普通民众而言，大学校园里的老师、学生文化水平较高，能以更加全面、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很多同学都谈到自己的任课老师会从正反两方面评价中国，态度比较包容，对中国的讨论往往并无主导的意见。
即使是对于负面信息的讨论，师生也多是将问题剖析透彻，就事论事，并不融入感情色彩；同学当中，彼此以交流学习、生活为主。有国外同学会经常拿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来向交流学生核实；也有少数同学会事先准备好一些资料和他们进行讨论。

此外，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特殊时期还会举办相关的政治活动。一位去香港交流的学生说：“每年的特殊日子（如‘六四’）都会有活动，形式主要是发传单，在民主墙上发表一些言论等”。
四、交流中的学生如何看待涉华政治信息？
１.半数学生会主动关注政治信息
调查发现，五成的学生会主动关注新闻，了解相关情况。“看报纸或看新闻看到中国肯定会眼前一亮”、“看到中国的信息肯定会全篇读完”、“会特意找找跟中国有关的信息，但发现太少跟中国有关的信息了”。在访谈中发现有部分同学会主动找寻一些负面信息。“毕竟，在国内接触到的主要是积极的信息，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会想去找找相关消极的信息。”
其他同学则有意避开政治，关注文化交流。部分受访者表示“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同学们以感受当地文化为主，谈话内容很少涉及政治。“我更多地是看一下那边的文化，跟当地的学生的交流没有太多涉及到中国政府这方面，主要谈论一些社会学问题和民生问题。”
2．适当回避、耐心解释是学生主要的应对方式
一是有技巧地适当回避敏感话题。当交谈一旦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有些交流生会以“我不了解政治，不知道”来推脱。一位赴奥地利的交流生提到：“我在奥地利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她觉得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私下里根本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她不在场，别人问我相关问题的话，我就很干脆地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直都是。”
二是耐心解释疑惑，不勉强改变他人观点。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平时获取的信息不对称，和国外同学谈到中国时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对此,交流生们通常用沟通的方式来消除对方的误解。一位受访者说：“碰到负面信息，我比较赞成心平气和地与之解释﻿。毕竟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是好奇想问问情况，不想和你起冲突的”。另一位在比利时交流的同学则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人对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惊讶和不理解，我往往会很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让他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情。”如果交流过后观点无法统一，“我会尊重他人看法，没必要非要说服对方，争得面红耳赤。”
五、涉华政治信息特别是政治杂音是否会对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调研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未受到涉华政治信息，特别是政治杂音的直接影响，个人的政治立场、对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未发生改变。在接触到这些杂音后，学生往往会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学生党员最不易被政治杂音动摇。交流生中有不少是学生党员，相较非党员同学，他们对政府及其政策的认同感更强烈，在面对政治杂音时，部分学生党员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不仅自己不易被相关负面信息及观点左右，当身边一同交流的非党员同学思想受到影响时，往往会及时地与其交谈以消除该同学的偏见。 
二是大部分学生倾向求证后再做判断。对于政治杂音，交流生们表现得较为理性，大多会考证后再加以判断。一位受访者称这些负面信息对她不会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感觉他们夸大的成分比较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就在中国长大，对自己的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位赴奥地利的交流生也认为西方媒体对于一些报道存在倾向性：“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明显就把中国政府置于一个孤立的位置。事实上，真相是什么暂时都不知道，但是西方媒体现在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西方人就会偏向于相信他们。”另一位赴欧洲的交流生提到，尤其是针对网络上的信息，更应该多持怀疑的态度。他说：“在网络上，国外信息未必是真，国内看到的信息也未必就假，关键看你怎样去甄别它。看到一条新闻，应该再去查相关的别的东西，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去支撑它。”
三是部分学生不完全否定杂音。一位受访者表示：“它（负面新闻）能在报纸上写出来，说明还是有一定事实根据，只是可能被扭曲、夸大。”“我有一堂课是讲中国人权的，我阅读了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报告，觉得我们政府确实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另一位交流生也提到：“我认为每个政府都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只是国外媒体倾向于报道中国政府不好的一面。我们和他们都有不同角度的看待与判断问题，我相信中国政府的努力，以后会变好。”
四是部分学生更加正面、积极地看待中国政府。海外交流使复旦学生有机会亲身体会不同国家不同政策带给民众的影响，在对比中加深认同感。一位去新加坡交流的同学说到：“我出国交流后反而更加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党和政府。我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产生了更强的认同。”另外一名同学也提到：“新加坡的政治氛围其实挺保守的，比如他们的大选，看起来很民主公开，但我觉得是被操控的。在海外的时候，会特别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特别想为中国的行为做辩护。”也有同学开始怀疑西方价值观的正确性，进而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更加认同：“西方那种标准下的民主和人权，我并不认同它是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相反我觉得西方的民主和人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包括之前那段时间英国的骚乱,我觉得就是给予的自由太多了,但教育和法治没有跟上的话，这样是会出现问题的。”
六、对引导学生理性看待涉华政治信息的若干启示
尽管调研的情况尚属乐观，但可以发现，我校目前赴海外交流学生经过相关的选拔，各方面的素质比较过硬，党员同学居多。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校海外交流目的地的增多，学生们接触到的涉华信息将更为多样；随着外出交流人次的增多，学生们的思想方式将更趋多元。今后一段时间，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海外涉华信息制造者的心态将更为复杂。根据调研发现，结合学生实际，未雨绸缪做好思想引导工作，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政治杂音的鉴别能力，有利于推动学生在海外获得对祖国的正确认识，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一，引导工作是有思想基础的。调研发现，我校的很多学生在外出交流过程中，是认同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的，“出国后，更爱国”。在遇到一些不实信息时，还会主动出来纠正。这就启示我们，一方面，我们教育学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充满信心，另一方面，要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贯穿到境外交流学生学习生活的始终。努力找准青年关切、组织能为的工作切入点，注重运用社会机理、文化传播等元素，合理设计和用好各类工作和活动载体，顺应学生心理开展思想引导工作。
二，朋辈伴随式教育往往能事半功倍。学生在海外受到政治杂音迷惑，有的是因为初来乍到的好奇心，有的是因为要解决实际问题。调研发现，学生党员在境外交流学生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往往会及时地与受政治杂音影响的同学交谈以消除该他们的偏见，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教育。因此，可以有意识地发挥在海外交流的学生的情境教育作用，用同龄人的话语，找准同龄人的关注热点，及时了解情况、把握动向、做好引导。我校赴海外交流学生的区域目前相对集中，建立学生联谊组织相对便利。可以尝试探索建立临时团支部、临时学生会，利用学长学姐的“交流经验”，提供信息咨询，引导新交流学生融入社区、学校；通过谈心、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学弟学妹如何辨别不良信息及其实质；组织健康向上的课余生活，帮助同学充实交流时光。
三，用好社交媒介和移动传播等媒介。调研发现，境外交流学生接触到国内的大众媒体较少，使用国内的社交媒体在出国后反而较多。不少学生初来乍到，由于社会阅历不足和语言问题，相较人际接触，他们对社交媒介更为依赖，“先看看网上怎么说的，不行再问人”。所有受访学生均表示，自己拥有人人网、微博等社交媒体帐号，大多数受访者“每天都会去看”。他们出国交流后，都会将自身的感想、拍摄的照片以及各类生活状态展示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回复最多的当然是同学，还有辅导员”。学生身在海外，“但社交媒体的圈子还是以国内的好友为主”。建议辅导员对出国交流学生的“网上动态”多加关注，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同学生取得联系；也可尝试在类似的社交网络平台上开辟专栏、及各种方便学生在境外学习生活的小贴士等，将学校对学生的关注与辅导延伸出去。
四，改进对赴海外交流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此次调研启示我们，海外交流学生群体在学籍、学分等修学需求外，还存在着不少很实际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有利于学生不为不良信息所惑，是延伸思想政治工作触角的机遇，也是服务学生健康成长的要求。一是可以提升出国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调研显示，不少同学希望出国前的培训内容“能够考虑到方方面面”。“其实有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信息，如果之前有几个案例，就会应对自如一点”，“有人来发传单，我一方面不知道怎么辨别，一方面，也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拒绝了会不礼貌，会伤害外国的同学老师的感情”。建议赴海外交流前的相关培训内容，要更加关注学生出国后的心理状况以及可能面对的涉华政治信息问题，增设相应版块，邀请交流归来的学生结合心得讲授，增强对有关问题的说服力。二是注重发挥好复旦当地校友会、华侨组织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作用。复旦大学创办迄今，已培养了20多万专业人才，校友遍布世界各地。目前，复旦大学（包括原上海医科大学）在海内外各地共有校友会84个，海外和港台地区校友会20个，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复旦校友联络网，基本覆盖了我校学生的海外交流目的地。同时，我国海外华侨组织、留学生机构以及驻外使领馆也在中国公民的海外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议以校友会为中心，加强同相关组织的联系，为学生定期提供经验分享、知识培训等，避免学生交流期间因缺少有效信息而盲从海外信源的情况。三是加强学生在出境交流学习生活全过程的管理服务工作。提升学生出国出境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校每年出境交流人员众多，且不乏长期在境外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师生，建议通过他们充分了解交流学生可能遇到的政治杂音，并随时关注国内外大事，有针对性地形成一些培训材料和课程，从而在学生赴海外交流前的相关培训中，使学生提前主动接触到此类问题，增强应对能力。同时，定期追踪反馈交流期结束后回校继续学业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建议建立境外交流学生数据库和信息库，加强与回校交流学生的定期联系。学生工作部门、外事部门、安全保卫部门等可以定期举行回校出境交流学生座谈会，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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